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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史研究综述

                        田子渝

    80年前在中国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出现的中国共

产党早期组织，后来被通称为 “共产主义小组”，根据已有的资

料显示，最早记载它们活动的是 1921年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

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派张太雷往伊尔库茨克后，向共产国

际远东书记处报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6月他出席共产国际

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提交的书面报告，与瞿秋白的 《社会主义运

动在中国》等文件均汇报了 “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随后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

史的发展》（蔡和森，1926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瞿秋

白，1929年）、《党史报告》（李立三，1930年）等中共早期领导

人的有关党史资料中，均有论述。在延安时期，党史工作者开始

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置人党史教材和教学的视野中，但直到全

国解放时，党史界对本专题研究还处在幼稚阶段，即无专人从事

研究，也无实质性的成果。

    建国后，本专题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1966年。这一阶段可谓是起步阶段，主要有二方面的成

果。一是许多亲历者，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施存统、陈望

道、沈雁冰等人的回忆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本专题的内

容，但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只供少数党史机构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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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念馆等革命文物单位参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57年苏

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批档案交给中共中央，保存在

中央档案馆，其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 《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小组》

等四份俄文资料，特别是后三份是本专题的直接文献，即使在今

天也是最具权威的史料。此外从1954年开始到 “文革”前，与

本专题有关的 《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等报刊的影印

发行，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样就使一般研究者能够轻而易举地

查阅。这一时期在海外令人瞩目的是中共 “一大”代表陈公博的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被发掘。这份资料是作者于1924年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毕业论文，1960年在美国

出版。该论文由于是在中共建党仅两年半之后撰写的，因此有很

高的史料价值，提供了中国共产主义最初运动的重要史实。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缺乏专著，而在一般中共

党史和建党书籍上反映。胡乔木的 《中国共产党的30年》（人民

出版社，1951年版）是建国后探索这个问题的起点，也规定了

本专题的研究方向。何干之 《中国现代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

社，1959年版）、李新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高
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和胡华主编的 《中国革命史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教

材，虽是胡模式的延伸，其特点是突出毛泽东的建党活动，但有

创新，特别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代表了那个时代

的最高水平。

    在 “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遭到文

化专制的摧残，根本没有正常的学术活动，因此无法说成是一个

阶段。难能可贵的是1971年8月4日，董必武专门谈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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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

历史资料。这一时期在海外令人注意的是张国煮的 《我的回忆》

(1966年）和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77年）的出版，尽管至

今海内外研究者对这两本书的看法不一，但它们提供了许多中共

党史重大事件的资料则是大家的共识，其中留下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和中共 “一大”的一些不为人所知晓的若干细节。

    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为了配合苏共中央的对华总战

略，在中共建党时期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成果，

其中有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M．加鲁

夏仙茨，《亚非人民》1961年第3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的形成 （1920-1927年）(B. N．格鲁宁，载于《共产国际

与东方》，莫斯科，1969)、《一篇历史文献— 张太雷准备在共

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M. A．佩尔西茨，《亚非人

民》1971年第4期）、《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A. N．卡尔

图诺娃，《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等。其特点是强调俄共中

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主

义小组与中共全国性组织的建立是共产国际领导的结果。

    第二阶段从1976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本课题可谓硕果累

累。进人了成熟期。首先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被系统的整

理，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 《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1987年）的出版。该书是国内外最璀璨夺目的一部共产

主义小组的资料汇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记录本专题全貌的书

籍。全书975页，82万字，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

广州、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主义小组部分，每部分包括综述、

文献和报刊资料、回忆录等。综述反映了当代党史工作者的最新

研究成果，尽管有些观点不一定为所有研究者所认同，但它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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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本专题进行新研究的首选资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

出版社，1988年）则以更翔实的史料充实了 《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内容。

    随着改革大潮的勃兴，我国学术界与海外学术交流日益广

泛，国外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进来，更加充实了本专

题的研究。最有价值的当属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 （1920-1925)》第一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

1925)》第2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里面关于中共

“一大”前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件具有极高的价值，

彻底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说法，在没有发现这些资料之前，国内历

史学家基本上是依据回忆录展开研究，现在使这段历史有了可靠

的文字依据，将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展开多方面的科研活动，有力地促进本专题的进展。改

革开放也迎来了我国学术的春天，围绕五四运动和中共诞辰纪念

日，国内举行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上，均有与本专题有关的论文。

特别是1979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党史界 （现代史界）

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组织队伍对五四运动一建党展开大规

模的资料收集、整理，产生了一批与此有关的地方史志成果，如

五四运动与北京、广东、上海、武汉、重庆、山东等资料性的书

籍出版，均涉及到本专题，为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基础。

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了上海、北京、湖北

省、湖南省、山东省、广东省等六省市的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和史

学界的力量，布置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 《共产主义小

组》的编研任务，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于1987年面世。在共

产主义小组诞生80周年之际，在上海举行了 “共产主义小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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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学术研讨会”，这是至今唯一以共产主义小组

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即是对本课题的总结，也是研究的新起

点。

    最后研究全面展开，通过学术争鸣力求还原历史。改革开放

新时期，随着许多新资料的被发掘和思想解放，研究者本着求实

存真的精神，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的传统定论

都遇到了挑战。有些问题取得了共识，如在中共 “一大”前在上

海、北京等地已经产生了党的早期组织，它们的主要活动：组织

青年团，在学生、工人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组织，筹备召开

中共 “一大”等。有些问题还在探索，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党早期组织的名称

    最先提出中共早期组织不叫共产主义小组的是那些幸存的当

事者，现在研究者都已知道共产主义小组不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本

名，而是后人使用的名称。有人指出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有一个

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共上海发起组一开始叫 “社会共产党”。其

根据有二，一个是该组织第一批成员的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

日的日记，称这个组织为 “社会共产党”。另一个是陈独秀于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期发表的 《对于时局的我

见》称 “吾党”为 “社会党”。后来陈独秀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将其改称 “中国共产党”，11月发表的 《中国共产党宣言》和

（（共产党》月刊是最有力的证明。随后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

相继出现了地方党的组织，其名称有各种说法。

    1920年8月17日，俄共 （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全权代表

维经斯基致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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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立了一个 “革命局”，并在北京也成立了同一组织，随后

在广州、汉口各成立了一个局①。对 “革命局”的机构不容怀

疑，问题是它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一个什么关系。目前学术界主

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杨奎松在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

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认为 “革命

局”的出现与维经斯基的使命紧密相关。维氏根据俄共在远东的

战略意图，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通过与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建

立共产党。为此在他的安排下，1920年7月19日，上海召集了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产生了 “社会主义者同

盟”，随后派生出上海 “革命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上

海发起组。

    金立人在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党的文

献》1997年第6期，1988年第1期），考证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

于1920年6月，与上海 “革命局”不是一码事。“革命局”是

“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随着这个同盟的解散，该机构

当然随之消失。“革命局”的出现，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存在不

同建党实践和思路的结果。

    那么中共党史何时提出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今天是否还应该

沿用这个名称？曹仲彬发表的 《对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

疑》（《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文章观点鲜明，对论证

这个问题作出了挑战性的贡献。文章认为最早提出 “共产主义小

组”概念的是列宁和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成立大

会上，就有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列席。以后共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第一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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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际代表就将这个名称套用到中共早期组织上。1936年共产

国际代表米夫在《英勇奋斗十五年》将中共的早期组织冠上了共

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同一年陈潭秋撰写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

忆》（《共产国际》第7卷第4, 5合刊，1936年6月）中使用了

这个概念，至此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开始在党内传播，沿用至

今。曹文强调 “共产主义小组”是个名不副实的名称，因为它既

不是历史名称，又不能真实地反映党早期组织的性质。

    关于第一个问题，曹文至少有两点说得不准确，在中共党

内、共产主义小组的称谓不是始于陈潭秋，而在1921年张太雷

和瞿秋白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和 （（社会主

义运动在中国》中，已明确地使用了 “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概

念。此外这个名称开始在党内传播也不是在陈潭秋的文章后，而

是建国后。关于后一个问题，则是一个仁智相见的问题。李棚在

《共产主义小组概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

版社，1987年）一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共产主

义小组的名称是不确切的，主张改为 “党的早期组织”，把上海

共产主义小组叫做 “党的发起组”。我们认为，“党的早期组织”、

“党的发起组”等等也不是当时的名称，而且涵义也不尽准确；

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沿用了50多年，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所

以没有必要改变。重要的是应该正确认识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到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

式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要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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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中共 “一大”前是否存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简称湖南小组），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由于它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意义就不言自明，因此

“文革”结束前已成定论。1959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新修的 《湖

南省志》第一卷出版，上面明确地写道："1920年秋，继上海、

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共产

主义小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革命史讲

义》等更进一步认定小组成立于 1920年9月。80年代胡庆云、

肖牲对这个定论提出了质疑。他们发表的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

组问题的商榷》 （《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认为在中共

“一大”前不存在着这个组织，主要理由三点，第一，从毛泽东

在 “一大”前的革命活动来看，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文章对

毛泽东在中共 “一大”前活动进行排列分析，认为虽然毛泽东的

思想和活动充分证明在湖南建党的基础已经存在，但没有资料证

明这个小组存在。第二，从历史文献来考察，“一大”前湖南没

有共产主义小组。文章主要考察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和 《新民

学会会员通信集》，至于与湖南小组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和马林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作者作了不能令人信服的推测。第三，从早期在湖南和毛泽东一

起战斗过的同志的回忆来考察，“一大”前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

组。这方面最有力量的资料是新民学会的骨干分子易礼容的回忆

材料。易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党组织的三名成员之一，其说法当然

具有权威性。易证实在中共 “一大”前，根本没有共产主义小

组，湖南建党是在中共 “一大”以后的事。他的这种说法从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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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伟大的开端》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有长

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情况。

    有些文章则与胡、肖文的结论相反，《共产主义小组》一书

中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正面论证了这个问题。这篇由唐

振南执笔的综述，有意思的是对湖南小组的成立时间却十分含

糊。①为了支撑在中共 “一大”前存在湖南小组的结论，综述引

用了当事人毛泽东的四份资料，即1945年4月21日的 《七大工

作方针》、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 “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填写

的人党时间、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

话和1969年4月1日他在中共 “九大”开幕式上关于中共 “一

大”的讲话。可惜其中三份不能支持唐文的结论。第一份资料毛

泽东只是泛指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先有小组后发展成

党的，并没有明确说湖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第二份资料毛泽

东讲的是自己人党的时间 （1920年），与湖南小组无关。第四份

资料毛泽东列举中共 “一大”的是 “湖南的代表”的名单，不是

“湖南小组的代表”的名单，唐文偷换了概念。看来这个问题还

需要进一步论证。

            （三）关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研究者主要依据陈公博起草的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进行研究，但由于对这份资料在理解上的

    ① 唐振南在1988年发表的《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若干问题》（《毛

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3期）上，将湖南小组成立的时间定在11月底，

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确定的日期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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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和看问题角度，对广州建党的时间有 “1920年成立说”和

"1921年成立说”两种意见。1987年出版的 《共产主义小组》收

人了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撰写的 《广州共产主义

小组综述》，可视为是该专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对以上两

种说法的处理方法较为慎重，体现了史学工作者严谨求实的态

度。对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在广州建党作了详细的介绍，广州建

党的最大特点是先有青年团，后建党。1920年成立广州社会主

义青年团，随后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于1921年春组建了 “真正的

共产党”。对于苏俄代表于1920年下半年与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

“共产党”，综述也作了说明，“与其称为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

府主义的共产党”。1991年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和1993年

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采取了“1921年成立

说”。

    1997年中文版的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出

版后，其中有资料涉及到广州早期建党，这将有利于研究者对这

个问题展开深人研究。曹直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广州地方早

期组织的创建》（上篇发表在 《广州党史》2000年第2期）是这

方面的最新成果。笔者认为中共广州党的创建实际上也存在两条

线，一条是陈独秀等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另一条是苏俄来华

代表维经斯基等。1920年9月，斯托扬诺维奇 （化名米诺尔）

及其助手别斯林奉维经斯基指示抵达羊城，他们与广州的无政府

主义者取得联系，并成立广州 “革命局”（共有成员9人，除苏

俄代表2人外，其余均为无政府主义者），这绝不是他们不了解

广州情况所致，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维经斯基在以无政

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思路的结

果。广州没有 “社会主义者同盟”，因为广州 “革命局”是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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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它与谭平山等广州第一代共产主义者成

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同时产生，彼此又没有来往正说明

了陈独秀等与维经斯基存在两种建党实践和思路。1921年年底

陈独秀、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讨论建党，由于

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党的原则，于是陈独

秀、维经斯基便在建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其具体体现：在北方

（以广州而言，包括上海、北京），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彻

底决裂；在广州陈独秀等成立了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的共产

主义小组。

              （四）关于中共旅法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中包不包括旅法小组，或者说中共 “一大”前

存在不存在这个小组，对此学术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

种认为有，王永祥的《关于中共旅法小组和旅欧支部》（《史学月

刊》1983年第3期）较为集中的申诉了理由：首先旅法的周恩

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在1921年春夏，即中共 “一大”前，

在要不要建立一个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问题上，已经相继

得出相同的肯定的结论，为开始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

基础。其次根据有关资料，从1920年末到1921年春，在旅法华

人中已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最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

申府于1920年底抵达巴黎，先发展了刘清扬人党，于1921年3

月与刘介绍周恩来人党 （1922年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周人党）。

1921年3月，在国内已人党的赵世炎经陈独秀的书面介绍，到

达巴黎与张申府接上组织关系，这样中共旅法小组 （也可称中共

巴黎小组）便成立了。 《周恩来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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